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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喻说”到“意识形态说”①

———英国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基础/上层建筑”

韩　昀,周 世 兴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密切关注.早期研究者将

基础/上层建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线性模型,因而致力于扩大两者所能容纳的社会要素,提出应将该命题

理解为一种隐喻.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上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活跃的学者将对该命题的思考落实在对意识

形态问题的研究之中,以此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上层建筑的理解,同时倾向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理解为一种功能性关系,从而使英国马克思主义逐步回归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视方面.从整体上看,

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命题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辩证发展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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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以文化问题为

出发点,深入思考了如何在新的资本主义语境中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对当代马克

思主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９４６年,英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孵化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
(UnitedKingdomBritishCommunistHistoriansGroup,以下简称小组)宣告成立,成员中既有当时

已颇有声名的 A．L．莫尔顿(A．L．Moulton)、莫里斯多布(MauriceDobb)等,也有日后声名大噪的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E．P．汤普森(E．P．Thompson)、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和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１９３４年译为英文版)这两个文本.通过讨论、研究这两个文本,他们不

但注重历史整体性思想,并且认识到阶级斗争在具体历史阶段中的重要性.这样,原本在传统马克

思主义中未曾展开的文化问题便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切所在,而“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

提”[１]８０.诚如斯言,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少人物都曾针对该问题阐发过自己的见解,而在这些学

① 本文采用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这一说法,而非更为普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EconomicBase/SuperstrucＧ

ture)说法(如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哲学动态»２０１４年第９期).原因有三:一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

者们在探讨该问题时使用的基本为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的表述方式,因此本文遵循他们的原意;二是马克思本人在不

同阶段对于该命题的表述方法不同,使用“基础”一词能够更好地展现其历时性维度.１８５２年之前,“基础”还没出现,马克思把特定形式

的阶级意识的起源确定为“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１８５９年,使用的是“现实基础”,在后来晚期的论述中才使用“经济基础”的

表达方式(详见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７页);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

对“基础”所包括的社会要素存在较多分歧,因此为避免混淆不同学者的看法,此处使用更具包容性的“基础”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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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以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特里伊

格尔顿(TerryEagleton)、G．A．柯亨(G．A．Cohen)等学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更大.本文试

图梳理分析这些学者有关该问题的不同看法,追溯他们学术立场形成的基点,为再现英国马克思主

义的整体面貌提供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而对我国来说,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反思英国马克思主义在

该问题上的研究得失,更好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解及其对英国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线性历史进

化论替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整体性历史观,将马克思主义阐释成一套经济主义的自然发生

学.这一做法使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被掩盖,“人”成为了历史旁观者,而基础/上层建筑也就随

之演变为了一个经济决定论的命题.尽管第二国际另一位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严厉地批评了这种

“经济决定论”主张,提出了十分著名的“五项论”来阐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定程度的生产

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生产力)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由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

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

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２]１８６),希望借此来丰富此命题所应包含的诸多中

间环节,但从根本上来看,他也未能逃离线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普列汉诺夫对社会生活各组成部

分之间关系的论述方式,极易使人们产生社会各组成部分是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理解,从而使上层建

筑具有明显的被规定性.此外,作为创造历史的“个人”在这一理论中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列宁的认同,后者表示对此“十分满意”并且“一再阅

读”[３]２５.这种思维方式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１９５０)中达到顶峰.在这本书中,
针对苏联语言学家马尔(NYaMarr)的观点,斯大林表达了自己对上层建筑的看法:“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

过时的旧基础及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４]５０２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

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

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４]５０５这样,
上层建筑在斯大林的阐释下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成为了基础的附庸品,而且十分狭隘、有限.
同时,斯大林也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个专有名词,认为基础就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

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

治、法律等设施”.[４]５０１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该说法被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加

批判地完全接受,而英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即使是被称为“战前英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

克思主义者”[５]３４３的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文艺批

评时也未能完全摆脱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色彩.①

二、打破基础/上层建筑封闭性的“隐喻说”

情况的整体改观始于１９５６年.是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同

年,英国出兵埃及苏伊士运河,苏联镇压布达佩斯群众游行,这一系列事件的连续爆发,使英国的马

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产生了双重幻灭,他们不得不面对“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并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首要任务则无疑是展开了对僵化的基础/
上层建筑命题的批判性反思.

在这一反思热潮中,汤普森率先展开行动.苏共二十大之后,汤普森和经济学家约翰萨维尔

① 参阅ChristopherCaudwell．IllusionandReality．London:Lawrence& Wishart,１９４６．



(JohnSaville)迅速创办«明理者»(TheReasoner)杂志发表异见,但该刊物仅发行了三期就因遭到

党内领导人的批判而宣告停刊.１９５７年夏,两人再次创办«新理性者»(TheNewReasoner),并将

刊物目标准确定位为批判斯大林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期刊的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著名的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严厉斥责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

论,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提出了建立符合英国本土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即“人道主义

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这一批判视角和基本立场在其随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ofEnglish WorkingＧclass,１９６３)、«理 论 的 贫 困 及 其 他 论 文»(ThePovertyofTheory
&OtherEssays,１９７９)等重要著作中均可看到,因而可以将他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探讨置入这

一理论语境中来理解.
从整体上看,汤普森所理解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汤普森指

出了“基础”应具有的“人”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对对象、现
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

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６]１３３.以此,汤普森认为斯大林主义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
因为斯大林“想象‘经济基础’是由外在于人、仅仅通过技术革新来产生影响的东西———犁、珍妮纺

纱机、船坞———组成的”[７].在汤普森看来,这种做法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使基础/上层建筑成为一

种非人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原本作为创造这些物质条件的人已经变成了为生产服务的无关轻重

的存在.撇开汤普森“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的乌托邦色彩不谈,他在论证过程中对斯大林主

义的批判确实使人们看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解缺失实践维度.这样一

来,汤普森就较为成功地使作为“基础”的题中之义的历史主体(“人”)及其实践凸显出来,回到了基

础/上层建筑命题内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斯大林主义将“人”排除于基础/上层建筑之外的错误.
其次,汤普森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历史观下看待基础/上层建筑命题.针对斯大林

将组成社会的各要素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进行分门别类的做法,汤普森尖锐地反驳道:“把一些(如
法律、艺术、宗教、道德)归于上层建筑,把另一些(如技术、经济、实用科学)放在经济基础,而将另一

些(如语言、工作纪律)在两者之间游动,这势必陷入简化论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中去.”[８]基于此,
汤普森试图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搭建一个“经验”(experience)的桥梁,以
使基础/上层建筑成为一个有机辩证的综合体,从而改变那种将各个社会要素对立起来的做法.在

他的理论话语中,经验并非如人们一般地理解的那样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类意识活动,而是“经验

１———活的经验和经验２———理解的经验”[９]４０６,前者作用于基础,后者作用于上层建筑.这样,“经
验”就具有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质,而且也使作为连接“经验１”和“经验２”的桥梁的“人”在
该命题中具有了统摄社会各个要素的重要地位.通过这样的方式,汤普森批判了那种在理论上任

意划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做法,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就是“要求对社会过程进行总体研究,作
为社会的总体史就是要汇集其他方面的历史”[１０]７０.

再次,汤普森扩大了斯大林主义中仅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所指涉的内容:“斯大林主义者忘

了‘经济基础’是一个虚拟的描述,它不仅仅指人类肉体的经济活动,也指他们的道德存在和智力存

在.”[７]通过这种增加基础要素的做法,汤普森用基础所具有的道德性去抵抗斯大林主义中“基础”
潜在的非人道主义内涵,赋予基础以社会关系特别是道德关系的新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和研究价值.
为支持上述论断的理论合法性,汤普森将基础/上层建筑视作一种隐喻:“这种‘基础’与‘上层

建筑’从未存在过,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行动、经历、思考、再行动的人———的

隐喻.”[７]通过“隐喻说”,汤普森超越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对人的冷漠,使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本土传统

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具体理解并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贡献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和思考角度.虽然汤普森的这些观点后来遭到了来自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和霍尔领导



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路人马的联合批判,但不可否认,他的研究及其方法论为英国马克思主义

打破僵化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开辟了道路.
在早期众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雷蒙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见解也颇具代表

性.同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将基础/上层建筑命题视为一种“隐喻”.早在１９５７年,威廉斯就提出

了基础/上层建筑“仅仅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比喻”的观点[１１]２６７.在他后来更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①,这一观点则表达得更为直接:“因为就任何实际方式而

言,这一用法基本不是概念性的,而是隐喻性的.”[１]８３不过,与汤普森的论证逻辑不同,威廉斯否定

对基础/上层建筑的教条式理解,目的是为了重新定义文化概念,以为建立“文化唯物主义”提供理

论前提.在威廉斯看来,如果追随斯大林主义而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看成是全然被基础决定的,
那么他所要开展的文化研究从理论逻辑上看就将毫无意义.不言而喻,威廉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始终是以研究文化对经济、政治的作用为核心而展开的.尽管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这些

见解发表于第二代新左派完全占据领导地位的７０年代,但其实早在５０年代他就已经对该问题形

成了基本论断,并通过不断吸收汤普森和葛兰西的理论而完善自己之前的理论体系.因此,从根本

上说,威廉斯的论述更多地是代表了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特色.
具体说来,威廉斯的重要贡献是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中每一个词语的含义进行了

概念上的厘清和富有创见的再定义,以上层建筑作为切入点,否定了那种将法律的、政治的、艺术的

或哲学的等特定形式的文化视作文化的全部活动的看法.同时,他根据马克思在具体文本中对“上
层建筑”一词的不同用法,归纳出了上层建筑的三种不同含义②,从而改变了斯大林主义对上层建

筑的教条式规定.随后,威廉斯将“决定”一词的含义分为两类,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在神学意义

上理解“决定”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社会经验的意义上理解“决定”的:前者视“决定”为“某种

外在力量(上帝、自然或‘历史’)控制活动过程的结果”[１]１３,而后者只是将“决定”理解为“限度的设

定”[１]９２,因而该词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创造主体的限定语而存在.通过这种调换主语和定语位置的

做法,威廉斯使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内蕴了对主体性的重视,使具体的人成为了命题的核心所

在.不过,在对“基础”一词的考察过程中,威廉斯的看法充满了矛盾色彩.马克思曾经在批判施托

尔希时说过,不能把物质生产“当做一般范畴来考察”,而应该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１２]２９６,
而威廉斯则据此认为,在具体历史阶段中,“观察‘基础’中的这种外延的特质比起观察那总是多变

的和可变的‘上层建筑’的外延更重要”[１]８６.而基于目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语境,威廉斯认

为,原本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已经具有了再生产的能力,那么它现在也应属于物质生产,应被归为

“基础”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来伊格尔顿对威廉斯扩大基础的做法的批判传播甚广,
但威廉斯自己早就有过“自我检讨”,认识到这种将文化纳入基础的做法使后者“已经失掉了锋芒和

特定性”并具有抽离马克思理论基石的危险性,他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将基础作为特指名词所产生

的负面影响才这样做,而“超越这一难题是以后理论讨论的事”[１]１０１了.实际上,这也是威廉斯此后

一直力图克服的理论局限.
就威廉斯和汤普森的研究来说,尽管二人在研究的领域、出发点、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对

基础/上层建筑的阐释方面却顺着同样的理论逻辑前行:(１)批判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２)应
当研究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３)恢复个人及其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４)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

命题应是一种隐喻.虽然将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看作是一种隐喻的做法有矫枉过正之嫌,

①

②

该文最早发表于１９７３年的«新左派评论»中,后来经过修改完善,收录于１９７７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

这三种含义包括:“一是指存在着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二是指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意识形式;三是指人

们在全部活动意识到基本的经济冲突,并对这种冲突进行克服的过程.”详见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８２页.



但就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而言,隐喻说又确实颇为成功地改变了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画等号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扭转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中“人”的缺席的局面,从而为理解基础/上层建

筑命题提供了新的维度.同时,他们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条框

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聚焦点回到了马克思的具体文本中,为马克

思本人提供了有力辩护,从而使我们看到了由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从更深

远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代表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同之前那种由历史

规律来保障社会变革的思想分道扬镳,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富有本土特色的研究道路.

三、“意识形态说”的建立及其内部争论

如果可以将汤普森、威廉斯等为代表的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

理解概括为“隐喻说”,那么,在６０年代末开始活跃的以霍尔、伊格尔顿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

问题的观点则基本可被概括为“意识形态说”.这些后起的研究者在整体上更多受到了阿尔都塞、
葛兰西等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影响,对该命题的考察集中围绕在“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中.
正如霍尔所说,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出发点赋予文化以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因而“可以无需参考‘意识

形态’的概念的意义框架”,而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后来者“由于坚持了自己更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路

线,‘文化’的概念并不那么突出”,便将研究“大量围绕在‘意识形态’的阐释上”[１３].
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不仅在文化研究领域功勋卓著,更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

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姿态,而其介入社会现实的路径主要是依靠对意识形态和“基础/上

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来完成的.由于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半个世纪的不断转型过程,霍尔

的思想轨迹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不断改变.在５０年代,青年霍尔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的基础/
上层建筑“隐喻说”持基本的赞同态度(代表作是«无阶级的观念»,１９５８).随着第二代新左派的兴

起和其他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断涌入,霍尔积极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和葛兰

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通过将意识形态作为探讨基础/上层建筑的切入点,形成了自己对于这一问

题的独特看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① 从中不难发现,相较于对“隐喻说”的亦步亦趋,霍尔从

意识形态维度介入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思考更为持久,理论成就也更为突出.

１９５８年,霍尔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无阶级的观念»一文,声援理查德霍加特

在«文化的用途»中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意识被逐渐同化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霍尔反思了以下

问题: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为什么进入战后福利社会的英国工人阶级不再具

有团体性力量? 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威廉斯所认为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变为“一系列的生活风格”?
针对这些现实问题,霍尔认为原来那种生硬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根本无法解释现今的资本主义状

况,因为当前的社会历史已经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异化和剥削变得如此分歧和复杂,以至

于它们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１４].因此,为了了解目前具体历史环境中文化和经济结构之间的辩

证互动关系,霍尔提议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自由发挥”的关系,即“上层建筑领域

的转变同经济基础的转变同样具有决定性”[１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将自己称为“不作保证

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指出,霍尔的这一看法并不代表着他否认或无视经济在整个社会秩

序中的基础性作用,因为他理解的“决定”既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中那种完全控制的排他性意义,
也不同于威廉斯所说的“设定边界”的含义,而是更接近于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对“决定”一
词的使用:“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

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１６]６０４

① 比较重要的有«重思“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１９７７)、«文化研究:两种范式»(１９８０)、«“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１９８２)、«意识

形态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１９８３)等.



随着英国社会实际语境的变化,文化主义范式逐渐被结构主义范式所取代.作为新研究范式

的领导人,霍尔关于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转向,开始积极地将意识形态置于问

题理解的中心.一方面,通过借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霍尔改变了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单刀

直入式地讨论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那种方法,转而使用生产和再生产的视角对上层建筑的特征进

行研究,因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大厦的隐喻具有局限,它是描述性的,未必能解决由此而来的

各种问题”[１７].通过研究,霍尔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物质生产的形式和能力,这
便使上层建筑得以进入属于基础的生产领域.同时,霍尔依旧肯定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政治、司法

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但是又是‘相对自主’的领域,它们自身的斗争目标,显示了一种对于‘经济

基础’的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力.”[１８]５６另一方面,根据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统治

阶级通过宗教、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机构建构了人们对现实的意识,使人们由个体成为主体,从
而达到在整体上复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目的.在这种理论视野中,意识形态便成为一种单向度

的结构机能.然而,霍尔坚信意识形态内部必然存在反抗维度,因为如果确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

形态建构了人们的常识,那么又如何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中现实存在的抵抗思想? 此时,葛兰西的

“领导权”思想则为其主张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资源.葛兰西注重意识形态的斗争内涵,认为领导

权是各个阶级意识形态的调和,其形成同样需要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受葛兰西理论的影响,霍尔在

传播学领域运用该理论创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理论,这一理论从侧面凸显

了意识形态领域中传播者(资产阶级)和受众(工人阶级)两种力量的存在及其斗争过程.随着７０
年代末撒切尔政府上台执政,霍尔更加坚定了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有些人按照他们的阶级地位

本来是不会赞成撒切尔主义的,当这样的人忽然开始发现撒切尔的语言比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

的语言更可信,更切合他们的经验,这就是领导权发生转移的拐点.”[１９]及至８０年代,霍尔完全抹

消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所谓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由语言、概念、范畴、形象

和表象系统构成的体系构架,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利用它们来理解、界定和改造社会.”[２０]

从宏观角度看,围绕意识形态问题,霍尔在整合、改造、发展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过程中形

成了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基本看法.不同于威廉斯致力于扩大基础的理论努力,霍尔更用力于

论证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继而将这种自主性建立在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过程之中.通过这种

改变探讨领域的做法,霍尔将上层建筑从那种被动反映的图式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了斗争的能动

性和自发性,甚至足以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而从微观角度,即仅从上层建筑来看,我们很容易发

现,不论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看法,还是将之作为阶级意识的看法,都并非霍尔所探讨的

意识形态.或许可以这样说,在霍尔的话语和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
而是一个问题域,既有基础的规定性也有上层建筑的被规定性.换句话说,霍尔反对了以基础/上

层建筑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模式,使上层建筑所内含的要素发生了重要改变.
特里伊格尔顿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同样试图重构对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解,这种理论努

力值得我们格外重视.伊格尔顿直接探讨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１９８９年的«雷
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另一篇是１９９８年的«再论基础和上层建筑».此外,他在其

他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章中也较多地涉及了这一问题.①

作为威廉斯的得意门生,伊格尔顿继承了威廉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追

随了威廉斯对该命题进行的词源学阐释,对他试图恢复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积极作用的

努力给予高度肯定.不过,由于时代变更和革命局势变化的缘故,伊格尔顿显然更加认可阿尔都塞

的观点而非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因此,较之于威廉斯,伊格尔顿的研究更凸显了对“基
础”物质性的强调:其一,他严厉批判了威廉斯将文化纳入基础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地“损伤

① 例如«批评与意识形态»(１９７６)、«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导论»(１９９１)等.



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独特性”[２１]９５,并提出了毫不留情的质疑:“如果一切都是‘物质的’,那么这个

术语在逻辑上还有什么力量呢?”[２２]１６９其二,威廉斯在其理论中将主体的意识纳入基础,认为一定历

史阶段的“基础”的形成前提必然是人,而伊格尔顿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文化主义的要害是浑然不

顾以下情况,即:不管人类是何种生物,他们首先是自然的物质的客体,”[２３]而“威廉斯对文化的概

念的分析过多地倚重经验主义的概念,从而忽略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模式所蕴含的本体论的思

想能量”[２１]２３.此时,伊格尔顿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威廉斯矫枉过正的做法,使“基础”以更加辩

证的方式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
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上,伊格尔顿阐释了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其一,与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学

者一样,伊格尔顿也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表述视为马克思理论中更为根本性的命题,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命题进行了严格区分,赋予二者在马克思

理论中截然不同的地位:前者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后者则是前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其实也

就是约翰杜普雷所指出的:“没有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彻底的范畴来建构.”[２４]可见,伊格

尔顿承认“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即这种正确性只能在阶级社会中得

到保障,而到了无阶级社会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伊格尔顿重新定义了

该命题的当代价值.他宣称,马克思努力解答的并非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和物质生产两者

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到底是什么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的问题;不是“什么

是导致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而是“你究竟想要什么”[２２]１７５.这样,威廉斯等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

者对这一命题的努力就被宣布无效,因为在伊格尔顿的视野之下,他们汲汲于论证基础和上层建筑

究竟是什么的做法根本就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上的,而这一命题显然“不是一个区分物质

与精神的问题”[２５].其次,伊格尔顿认为,上层建筑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指涉作为意识形态的那部

分文化,而这部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为基础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溢出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化,
在本体论意义上属于社会意识,而非上层建筑.同时,由于这种超出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化不再服务

于基础,因而便具有了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上层建筑是作为意识

形态存在的,是政权为了确立自身合法性而建立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
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

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２６]２０,而“上层建筑的功能在于为了某一统治阶级的

利益而协助处理这种对立”[２３]４６０.伊格尔顿这些观点显然是追随阿尔都塞而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功

能主义阐释,由此形成了一种与霍尔不同的理论面貌.

四、柯亨对“隐喻说”和“意识形态说”的双重批判

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 G．A．柯亨也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做

出过重要论述,并通过对该命题的严格分析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一个新的、更严格的

阶段”[２７].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开篇,柯亨就大篇幅摘录了马克思的«序言»来彰显自己的文

本依据,并严格遵守马克思文本中的字面意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狭义上的概念界定.根据

马克思«序言»中关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

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２８]２的观点,柯亨明确提出基础应该仅包

括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结构而非霍尔等人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则应当

“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非经济的制度组成的”[２９]４８.柯亨的这一定义有两个问题值得

我们重视:一是有关生产力的问题.将生产力和基础区分开来后,生产力究竟处于何种位置? 柯亨

给出的答案是:“生产力处于经济基础的下面.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这并不取消一个特殊的经

济结构得以成立的问题生产力强有力地决定经济结构的特点,而又不是组成它的一部



分.”[２９]３３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基础”的基础,犹如雕塑的基座.虽然柯亨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基础

的反作用力,但鉴于他认为由生产力到基础再到上层建筑这一过程并不可逆,因此生产力掌握着最

终的决定权,其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是按照结构促进发展的能力来选择结构的”[２９]１７６.二是当上层

建筑作为“制度”存在时,必然是服务性和功能性的.在这个层面上,柯亨与伊格尔顿达成了一致:
二人均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功能性关系.不过,柯亨显然更进一步:“与其说法律

上层建筑被建筑于经济基础之上,不如换一种更加生动的说法,那就是,前者的特征要依靠后者的

特征来解释”[３０],这就显示出了他对生产力的极端重视.从这一思想出发,柯亨批判了威廉斯、汤
普森等人经常援引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将经济因素限定在“归根结底”作用的做法,恢复了生产

力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性地位,纠正了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说”的缺陷.
以上分析表明,从对物质基础的重视以及对基础/上层建筑作出功能性解释来看,柯亨的理论

可能更接近于“意识形态说”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隐喻说”和“意识形态说”虽然描绘了英国

马克思主义自上世纪５０年代起对该问题理解方式的大致看法和基本走向,但并不能将所有英国马

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尽揽于其中.柯亨既不同意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模糊化或者扩大化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做法,斥责该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本该具有的历史硬度被消融了,同时也曾直言“无
需叙述我与阿尔都塞的特殊的理论分歧,它们是相当大的”[２９]５.甚至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

问题也基本未曾被提及.这就表明,并不能简单将柯亨与追随阿尔都塞的霍尔、伊格尔顿等人归为

同路人,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该命题的理解是充满了争议性的.

五、余　论

纵观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是他们遭遇最

频繁、思考最深入、体会最真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３１]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之前,由于苏联马

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逐渐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人为地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
完全忽视了二者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在空间上的共存,这就使他们背离了马克思“每一个社会中

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６]２２２的基本观点,继而见物不见人,最终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
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也与这种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形渐远.众所周知,工党领导下的英国

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全面步入福利社会,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工人阶级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从而使原

本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日益趋向复杂化、多元化.在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困境之下,早
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就必须突破那种

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致力于论证上层建筑要素

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因而才有了将基础/上层建筑理解为“隐喻”的做法.该说法影

响既深且远,甚至不少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在都基本持这种理解方法.但在６０年代之后,
社会现实语境的变化促使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转型,一些人开始批判“隐喻说”所存在的多元决

定论的潜在危险,一方面从侧面进入该命题,以意识形态研究超越原本对上层建筑的理解,另一方

面对该命题的主导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回归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

物质条件之上.由此可以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命题看法的一条较为明显的发展轨迹是:由
致力于扩大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包含的社会要素逐渐回归到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决定性

地位的强调.
从整体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也并未就两者的关系

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不同学者所持的观点甚至是相互抵牾的.但是,如果将他们对该命题所做的

理解视作由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作出的策略性调整,那么他们的理论主张其实都是为理解英国社会

变革所做出的不同方向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扭转了苏联马克

思主义体系的弊端,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深化了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解维度,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不过,从根本上看,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们所看重的实

践,面向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只是一种理论的努力而非实践的存在.因此,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研究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在该问题的思考中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应该是他们提出的那些

问题,而不是他们所提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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